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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發展一個文化主體性的哲學理論並應用到台灣文化。台灣文化是否有其主體

性？這個哲學性的追問可以回溯到日治時期，其時台灣哲學家洪耀勳發展風土文化觀來

建立台灣文化的特殊性。雖然風土觀正確地看到台灣特殊風土建立了台灣文化的特殊

性，但是並不足以解決「現今台灣文化相對於中國文化是否為一主體」的困難，也沒有

回答「如何對待台灣文化中的各種外來成分」問題，單單訴諸於風土特殊性不足以使得

台灣文化主體成熟與鞏固。本文引入當代生物學哲學的「生物個體免疫模型」，在生物體

的共生與免疫性概念的啟發與類比之下，提出一般的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條件，建議台灣

文化要能成熟與鞏固，得發展出「自我辨識」與「自我保護」的能力。 

關鍵字：台灣文化、主體性、洪耀勳、風土、免疫性 

                                                      
◎ 收稿日期：2022年 8月 3日；審查通過日期：2023年 2月 9日。 
∗ 本文初稿原名〈追尋台灣文化的「靈魂」：從「風土文化觀」到「生物免疫模型」〉，是筆者 2020年在陽明

大學（現陽明交通大學）「陽明人文社會講座」所做的三場系列演講之一，經過相當的修訂後成稿。謹在此

感謝陽明大學「陽明人文社會講座基金會委員會」以及心智哲學所嚴如玉所長的邀請，沒有這場講座就沒有

本文。筆者十分感謝當天與會的所有聽眾，特別是王文方、鄭凱元、林映彤、心哲所同學，以及其他許多提

問聽眾等。此外，也十分感謝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和當時副所長張隆志教授對本文初稿的支持。筆者也

對《台灣學誌》兩位審查人表達感謝之意，他們的寶貴意見幫助本文做了最後的精煉。最後感謝責任編輯群

的仔細校訂，修正了一些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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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論：問題與取向 

台灣文化（Taiwanese culture）有自己的主體性嗎？這個問題從日本統治台灣以來，

已不斷地被追問了近百年，形成一個追尋台灣文化靈魂的艱辛旅程，但仍未徹底解決。

本文希望在這個未竟的旅程中增添一筆思索的記錄。 

此時此刻討論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勢必要面臨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或漢文化）的關

係問題。爭議經常在於「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還是「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

一部分」？歷來已經有過很多學者（如歷史學者、文學學者、政治學者）討論並爭論過

這個問題。1從概念精確性的要求來看，所謂「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台

灣文化僅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次文化或附屬文化（subculture），相當於福建文化、廣東文

化是中國文化的次文化」；而「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是指「某些中國文化的元

素如語文、民俗、宗教、藝術、思想等等是構成台灣文化的成分，猶如某些英國文化的

元素如語文、民俗、基督宗教、思想、藝術是構成美國文化的成分」。這種爭議一直構成

討論與追求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困難與挑戰，因為一個次文化之所以是一個文化的次文

化，就在於該次文化繼承了該文化的一些元素。2何況台灣文化確實繼承了相當多的中國

文化元素。這個問題與下列一般性的問題相關：在什麼意義上，一個文化群體只是另一

個文化的次文化？在什麼意義上，一個曾為次文化的文化群體變成一個獨立的文化（例

如「美國文化」從「英國文化」的次文化身分獨立出來）？ 

主張並追求台灣文化主體性的人理所當然地主張「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次

文化」而且「中國文化元素只是構成台灣文化的部分元素」，因為台灣文化也深受日本文

化、西方文化（主要為歷史上的荷蘭與戰後的美國）的影響，它們的一些元素也是構成

台灣文化的成分，更何況台灣文化要素中還有純粹台灣的原住民文化。也就是說，台灣

文化是一個混種文化，在混種之中顯現出它的差異性與獨特性。產生台灣文化獨特性的

重要因素是台灣的獨特地理環境與歷史經驗。 

                                                      
1 這種爭論在戰後大約從 1970年代開始，不絕如縷，累積文獻族繁不及備載，僅舉筆者手頭幾本文獻為例，

如施敏輝編（1988）《台灣意識論戰選集》；戴國煇（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文學家李喬（1992，2001）

的兩本著作《台灣文化造型》和《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莊萬壽（2003）《台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

構》；李筱峰（2013）《台灣史 101問》等等。這個爭議是戰後台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課題之一。 
2 一個可能的新課題是「台灣文化」與「華人文化」的關係。有些人可能會主張「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

化」的一個次文化，但卻是「華人文化」的一個次文化。而且，「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是「華人文

化」的次文化。當然，這個課題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如何界定「華人文化」？「華人文化」等於「中華文

化」嗎？「華人文化」和「中華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又是什麼？本文暫不進入「華人文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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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孤懸在中國大陸外海的一個島嶼。除了清帝國曾在康熙朝間將台灣納入版

圖，統治了 212年之外，在漫長的歷史中，台灣基本上是中華文化的化外之地。台灣躍

入歷史舞台始於四百年前的荷蘭統治，而且只有在明鄭與清治時期，台灣才有大量漢人

移入，並把一些漢文化引入台灣。這些漢文化被台灣的特殊地理環境與歷史經驗改變了，

而且融合了台灣原有的平地原住民（平埔族）的文化。尤其是 1895年台灣被清帝國割讓

給日本，受到日本 50年殖民統治，徹底改變了台灣文化的整體形貌，日本文化元素成為

構成台灣文化不可或缺的成分。這是很多論證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論者、台灣史學者採取

的觀點，3這種觀點其實可以回溯到日治時代的哲學家洪耀勳的風土文化觀。 

然而，每一個文化群體的文化都不斷地在變動，文化交流與影響隨著移民的發生而

發生，世界上許多國家或文化群體的文化都是混種的，例如美國。甚至，日本和中國今

天也受西方文化影響，只是影響的程度有別。那麼，單單說台灣文化是許多文化的混種

化，即使能顯出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性，但是，能因此就建立起台灣文化的主體

性嗎？何況，中國文化是一個龐大的文化群體與文化體系，它的內部有許許多多次文化，

彼此間也有很大的差異，那些差異並不能阻止諸次文化一起構成龐大的中國文化。如果

中國文化傳統裡的許多元素是構成台灣文化的重要甚至核心面向，那麼，說台灣文化作

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次文化又有什麼不對？著重於地理、歷史因素的風土文化觀是否能恰

當地回應上述問題？ 

本文的目標與內容是哲學的，因此本文不進入過去發生在歷史、文學與文化界中關

於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大量爭議。筆者想直接在今日的背景下以哲學路向來討論台灣文化

是否能有自己的主體性。這個問題具有實然與應然雙重面向，亦即，台灣文化在實然上

是否能被說是一個文化主體？即使台灣文化足以被視為一個主體，但它夠成熟（mature）

嗎？如果台灣文化還不足以形成出成熟的主體性，那麼當知識分子與文化工作者想要把

台灣文化發展成一個文化主體時，應該怎麼做？這個應然的問題可以表達成「如何建立

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以及應該如何鞏固它？」這個聯合問題。不過，哲學的路向總是迂迴

的，它不會直接討論台灣文化的內涵，而是先探討一般性的「文化主體」的概念和條件。 

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應然與實然的問題互相含涉，需要分析兩個關鍵概念：「台灣文

化」和「主體性」。針對「主體性」，本文承襲陳瑞麟（2019）〈論台灣哲學的主體性〉一

文的取向，以「自我意識」、「目標意向」、「行為自主性」和「思想獨立性」四個特徵來

定義「主體性」，並論證主體性可以透過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歷程來實現；而且

「台灣哲學的主體性」是「台灣哲學建構者的團體主體性」，也就是台灣哲學建構團體透

                                                      
3 如註腳 1提到的李喬、莊萬壽、李筱峰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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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主體化歷程而實現台灣哲學的主體性。其中，「主體性」被理解成一個程度性的概念：

主體性是主體化歷程中顯示的性質，而存在著不同的主體化狀態，從不成熟、不穩固到

成熟和鞏固（consolidated）的狀態。 

基於上述「主體化」概念與分析取向，本文把問題轉向「台灣文化的台灣性如何形

成」。筆者假定追求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是想追求台灣文化成為一個成熟且鞏固的文化主

體，基於這樣的目標，筆者將參考生物學哲學（philosophy of biology）對於生物個體

（biological individuals）與免疫學（immunology）的一些概念，建立二個文化的主體性

鞏固（the consolidation of subjectivity）的能力：自我辨識能力（the ability of self-discerning）

與自我保護能力（the ability of self-protection）。當台灣文化擁有兩者時，我們才能說它

已發展成一個成熟且鞏固的文化主體。如果現實上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不夠成熟，而我們

想使它成熟與鞏固，那麼這二項能力也可被視為規範指引的條件。 

從後設的角度來看，本文對於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探討，也是這個主體化（台灣哲學

的主體化）歷程的一部分，因此應該連結到過去台灣哲學家對於主體性問題的思考。所

以，本文第二節從反省日治時代台灣哲學家洪耀勳的風土文化觀開場，第三節論證洪耀

勳的風土文化觀不足以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它頂多只是提供「台灣文化獨特性」的

客體條件，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還需要其成員的普遍自我認同——這是主體化的必備

條件或主體條件。然而，就當今台灣文化的現況而言，台灣文化群體的成員並沒有普遍

的文化自我認同，它的主體性並未達到成熟與鞏固的狀態。第四節引入生物學哲學的個

體免疫模型以便為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提供啟發性的線索。第五節以生物個體免疫為模

型，在類比的意義上建立一般性的文化主體的自我辨識與自我保護這二種鞏固主體性的

能力，檢討台灣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條件。 

二、 洪耀勳的「風土文化觀」 

在 1920-1930 年代間，許多台灣文學、藝術、文化思考者與實踐者，意識到台灣文

藝與更廣大的各種台灣文化活動，應該構成一個具有獨特「台灣性」的文化，他們面對

了「如果台灣在種族文化上不同於日本，政治上又不屬於中國，那它到底是什麼？當面

臨同化，它又該如何自處？」（洪子偉，2014：117）受日本哲學教育的台灣哲學家洪耀

勳，在這樣台灣意識覺醒的時代背景下，4 在 1936年——「台灣文化運動」的晚期——

                                                      
4 這個背景是 1920-1930 年代間的「台灣文化運動」，一般認為由 1920 年創刊的《台灣青年》和 1921 年創

立的「台灣文化協會」開始發起的，它不僅是政治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重要推手，也實質地產生

了 20世紀早期台灣人的「文化啟蒙」功效。「台灣文化協會」的倡議者是英年早逝的林仲澍，主要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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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風土文化觀：與台灣風土之間的關聯〉5一文，企圖回答上述問題。洪耀勳在該

文開場即表明相關背景與核心問題： 

隨著近來台灣文藝運動急速的蓬勃發展，可稱是台灣文學的生命線的台灣地區對

歷史、社會特殊性的關心與反省，已漸成為評論的焦點。我們不得不說，這對文

藝運動的進展而言，是可喜的現象。一般人可發現到，台灣的文學活動以台灣歷

史、社會特殊性，也就是以台灣的「種的基體」為基礎來表現出具體的現實，因

此該活動不得不面臨重要且急迫的問題。然而，此運動所應依據的理論尚未被確

立，仍然處在暗中摸索的階段。其原因何在？（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80） 

根據台灣思想史、文學史與哲學史的研究者如吳叡人（2006）、林巾力（2007）、洪子偉

（2014）的分析，洪耀勳企圖為台灣文學與文化的主體性奠定一個哲學（存有論）基礎，

而且這個主體性同時涉及台灣文學、民族（台灣人）與文化三個不同的面向，換言之，

洪耀勳企圖提出一個「台灣文學、民族與文化主體性」的哲學理論。因為一個特殊的文

化總是一個特殊民族的文化，所以，台灣文化也就是台灣人（台灣民族）集體表現出來

的整個文化，在 1920-30 年代間，主要顯現在文學的表現或表達上。不過，洪耀勳的風

土文化觀雖然開啟了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尋之路，仍然不足以為主體性的鞏固提供一個

完整的理論基礎。 

洪耀勳當年面對的是台灣文化、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三角關係問題：台灣文化一

般被認為繼承自（南）中國本土的文化；可是台灣的政治、經濟、地理與歷史的特殊發

展，與中國本土十分不同。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當年都是日本國國民。既

然如此，就應該要追問這些特殊性是否也帶給台灣文化獨特性？對洪耀勳來說，這個問

題只有深入哲學對「人存在」的理論分析才能被闡明。所以，要哲學地討論台灣文化這

個特殊的文化體系，需要一般性的文化哲學理論，而且，這樣的文化理論要能處理「文

化獨特性如何形成」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洪耀勳援用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的「風土文

化觀」6：「應將風土視為主體性人類存在的表現，也就是闡明作為人類存在的結構契機

之風土性。」（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82）他進一步說： 

                                                      
都是當年台籍菁英，比較有名的有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葉榮鐘、王敏川……等人。簡明的歷史說明，

可參看陳翠蓮（2013）。「台灣文化運動」是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史、台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主題，有許多研究

者投入，但是在哲學方面的討論不多，直到近年才開始興盛，相關研究有吳叡人（2006）、林巾力（2007）、

廖欽彬（2010）、洪子偉（2014）、黃文宏（2020）。 
5 以下引用以廖欽彬編校、林暉鈞譯（2019）《洪耀勳文獻選輯》收錄的〈風土文化觀〉（本篇為廖欽彬譯）

為主要版本，另參考洪耀勳著、黃文宏譯（2020）《洪耀勳日文哲學著作集》的譯本。 
6 關於和辻哲郎的「風土論」與洪耀勳的「風土觀」之專門研究，參看廖欽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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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當我們將台灣風土視為問題的時候，不應只停留在單純的風土印象，也不是

以自然科學的風土學為對象，而是必須從主體的立場來處理風土與人類、文化之

間的密切關係。這同時可說是進一步闡明對風土單純被掌握為風土的立場，亦即

風土作為生存交涉的生活空間來捕捉具體的生活現象這種解釋學立場之原理所

進行的反省，以及風土在人類存在中的意義之限制。（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

83-84） 

因此，從這個取向出發研究台灣文化的風土觀，不是只考察台灣的地理環境或氣候條件，

也要考察台灣人「生存交涉」的社會結構與歷史經驗。 

和辻哲郎與洪耀勳的哲學思路，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詮釋學

或實存主義（存在主義）取向，7誠如洪耀勳的詮釋，必須「從主體的立場來處理風土與

人類、文化間的密切關係」，在這裡的「主體」是指「個人的存在」，而且是一個「在特

定風土下生存的個人」。洪耀勳把風土理解成個人生存的共同世界，因而透過風土連結了

個人與社會（稱為「人類存在的二重性結構」），進而引入歷史性到風土性中，使得風土

性同時包括個人主體、社會、地理空間與歷史時間這四個向度。筆者把洪耀勳的風土文

化觀系統性地重建成下列論述： 

首先，「風土」，就抽象層面而言，意指人存在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即「人類存在的

根源性契機」，特殊的空間與時間把「人的存在」塑造成特殊的樣貌。就具體層面而言，

「風土」指地理區域與歷史傳統的整合，地理區域包括氣候、地形地勢、因地理環境而

產生的生活方式、物質條件等等；歷史傳統包括血緣、生活傳承、政治命運等。例如，

台灣的獨特風土使台灣人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群體。 

其次，人是「風土的存有」：風土是構成人類存在與文化的根本因素，或者說，人

類和他們形成的社會與文化總是存在於一個特定的風土結構中。「風土事實上意味著以 

根本性理解為基礎的共同生活世界以及共同的、原始社會的世界。無論人願不願意，一

旦被生下來就得生活在這種共同世界。8」（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84）這裡的「共

同世界」也是指人生存的社會，是指「處於一個社會圈的個別存在者，除了獨立且帶有

獨得的特殊性外，同時又藉由相互參與同一的統一共屬性或某種特定的普遍意義，來形

                                                      
7 在 1920-1930年代間的台灣哲學，曾經有一場「實存哲學」的運動（Hung, 2019）。 
8 這裡很有海德格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味道。此外，「原始社會」在此脈絡下是指「原初

性的、根源性的社會」，而不是「原始人生存的社會」。黃文宏譯成「共同的、原社會的世界」（洪耀勳著、

黃文宏譯，2020：165），黃文宏（2020：40）在導讀中強調「這裡的『原社會』不能理解為『原始社會』，

因為『日常性』並不等於『原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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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屬關係。」（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85）換言之，人的存在不能只是孤立的個

體，個人必定總是生存在一個特定社會中——即特定風土中，才能有其存在的意義。 

再者，就台灣特殊性的層次而言，正是台灣獨特的風土使得台灣成為特殊的存在場

所，也把台灣人與台灣文化塑造成一個特殊的、具歷史性與風土性的共同體，共同體也

就是第二點講的社會。9 

可是，洪耀勳也強調「血緣」在文化淵源上的重要性，他說： 

當文化淵源被視為問題時，其解決的根據通常就得還原到土地與血緣上。和台灣

這特定地區一樣，血緣所持有的重大層面，亦有充分顧慮的必要。我們透過追尋

血緣的由來不能忘記的是，往台灣移居的集團是擁有數千年歷史的民族，以及此

集團在其悠久的人類之生活交涉之中所掌握、了解的樣式或類型。（洪耀勳著、

廖欽彬譯，2019：80-81） 

因此，洪耀勳似乎承認台灣與南支那（南中國）的風土差異不大，若如此，根據血緣的

繼承，台灣文化似乎就該歸屬中國文化？至少洪耀勳在〈風土文化觀〉的第七節中結論

說：「由於台灣與南中國的風土極為相似，因此其所擁有的生活方式不得不說幾乎相 

同。」（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97）但是，洪耀勳又認為台灣風土與日本風土的氣

候形態都處於颱風地帶之中，因此亦有非常相似之處，何況台灣的歷史命運（政治上屬

於日本國）帶給台灣人新課題：如何與日本風土文化交涉、適應與融合？（洪耀勳著、

廖欽彬譯，2019：100） 

儘管如此，洪耀勳並不認為台灣應該被同化到日本文化中，因為，即使相同類型的

風土文化之下也有其「次特異性」或「次類型」，就像日本的九州與北海道有其風土文化

差異一般，台灣與南中國也因為歷史性而有風土文化差異。洪耀勳說： 

此時內地人（按：日本人）與本島人必因其歷史性與風土性的差異而相互對立，

相互間的理解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困難。然而我們必須知道的是，風土的次要特

異性不僅僅存於內地與台灣之間，就像存於南中國與台灣之間一樣，亦存於九州

                                                      
9 文化的議題如何被引入「人存在的二重性這根源性結構」中呢？〈風土文化觀〉一文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們可以直接地理解人要生存在社會中，而有社會即有文化。不過，在第五節中，洪耀勳引用黑格爾的辯證

法，做了非常抽象的論述。其中重要的概念是「表現世界的邏輯」。他說：「表現能夠將主體作為真正的主體

來加以限定。若缺乏這種表現時，主體則無法具有其獨立性。而且種為了透過其連續的基體來連結個與個，

若不包含該表現內容的話，就無法將種的直接形態轉移到被媒介的形態。」（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

92）筆者認為這裡的「表現」即是指文化，換言之，文化是一個社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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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海道之間。（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100） 

而且，洪耀勳相信「這種次要性的差異，不僅不會成為相互理解上的阻礙，反而存在於

不可缺乏互補長短的關係裡。」（洪耀勳著、廖欽彬譯，2019：100）換言之，保有台灣

文化的特殊性，在當年才能與日本文化互補長短。 

總而言之，洪耀勳從風土文化觀論述台灣的特殊風土產生了特殊的台灣文化，既有

別於南中國的文化也有別於日本（內地）文化。可是，這代表台灣文化已具有主體性了

嗎？單單考慮風土的特殊性就能使台灣文化成為一個具主體性的文化體系嗎？ 

三、 客體的風土獨特性與主體的認同 

在當年面對強勢的日本同化政策時，洪耀勳雖然以風土文化觀努力為台灣文化的特

殊性打開一道出口，但是，這個理論並未成功證明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台灣社會、文化、

甚至民族本身是否具有自己的主體性，仍然沒有被確認。其中有幾個關鍵：第一，洪耀

勳文中談到的「主體」和「主體性」主要是指個人主體，是否指台灣人群體作為一個主

體並不清楚；同時洪耀勳也沒有明白地申論「台灣文化作為一個主體」這樣的主張，「文

化」的概念在他的論述中甚至沒有很清楚地被表達出來。第二，洪耀勳對文化淵源的血

緣面向的強調，不利於支持台灣文化從中國文化獨立出來，因為移居台灣的漢人在血緣

上來自中國的漢族。第三，一個文化體系（如中國和日本）擁有的風土性可能有很大的

差異：中國的中原、北方、南方、東方、西部的風土差異極大，但不妨礙它們的居民都

屬於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10因此，台灣風土與中國風土的差異，並不足以自動使台

灣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第四，根據風土文化觀中的時間性與歷史性，所有文化都會

不斷地變動，例如吸收外來文化而改變了固有文化。因此，一個文化混入其他文化的元

素，不足以使它變成不同的文化，例如中國文化本身歷來就是不斷地吸收其他文化而形

成。11因此，洪耀勳從風土文化觀論證「台灣文化的特殊性（次特異性）」並不足以立即

導出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並提供一個完整的支持。 

在台灣文化運動近一百年之後，21 世紀的今日台灣似乎仍然面臨洪耀勳當年的問

                                                      
10 本文所說的「北方」、「南方」、「東方」、「西部」係指中原（河南、陝西）周遭，並不包含其東北區（原

滿洲）、大西域區（新疆、西藏）、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因為中國疆域非常大，此一說法也會引發很多爭議，

本文暫不涉及此類可能的爭議。 
11 唐帝國是一個例證。目前許多新史觀指出唐帝國的李氏皇室有胡人（鮮卑）血統，唐帝國其實是胡漢聯

合建立的帝國，參看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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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台灣人和台灣文化究竟有沒有自己的主體性？ 

從〈風土文化觀〉發表至今這八十多年之間，台灣的地理空間和氣候環境等風土條

件並沒有任何變化，但是在社會與歷史條件上產生了兩次由政治因素帶來的重大轉折：

第一次是 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接收台灣，帶給台灣人的政治與文化傷害，並催生了

台灣獨立運動。從經歷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看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是另一種文化殖民。

但是，國民黨仍然部分成功地把中國文化認同植入戰後出生的台灣人心中。第二次是

1990年代後台灣民主化的局勢，解放了台灣人的政治束縛，又由於中國崛起與共產黨專

制強化，使得政治上台灣獨立之聲，喚起台灣民族共同體的意識，並喚回台灣文化主體

性的追求。 

可是，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求仍然面臨種種阻礙。1945年後興起的台灣獨立運動，

受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壓制，已經深受日本生活方式影響的台灣文化如語言、習俗、價

值觀也受到國民黨強制倡議的中華文化之壓制；1990年代雖然解除了政治束縛，但是由

於戰後國民黨的大中國主義教育，使得許多台灣人民孺慕中華文化，即使在政治上，台

灣的中華民國強調自己的主權獨立，但是又在 21世紀起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崛起

與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政治與文化誘惑。換言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求，

同時受到島內中華民族主義與島外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大中國民族主義的雙重壓力。 

歷經 1945年歸屬中華民國、1949年後的國民黨大中國主義教育、1990年後的政治

民主化、2010 年後的中國帝國再崛起，台灣文化主體性面對最大的問題不再像 1930 年

代間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十字路口上徘徊，而變成唯獨面對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互

關係問題：台灣文化究竟是一具有主體性的文化共同體，或者只是中國文化體的一個次

文化？ 

戰後論者（如史明、李喬、莊萬壽等台灣史學者等）在強調台灣文化由於其特殊性

而構成其主體性時，往往強調其特殊性來自獨特的地理、歷史與社會經驗，這種觀點其

實都可以被洪耀勳的風土文化觀涵蓋。如果風土特殊性足以決定文化主體性，那麼，台

灣文化目前應該與中國文化十分不同，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應該不再是一個爭議？1930年

代間台灣知識分子猶感到台灣風土與南中國風土的接近，然而一百多年來台灣與中國的

分離發展，台灣風土已經與南中國風土大不相同，台灣風土的特殊性的實證證據可說比

比皆是。特別是 1990年代後台灣民主化的發展，使得民主制度、人權與自由等價值已成

為台灣文化的核心成分。那為什麼這個問題依然困惑著我們，依然在製造島內知識分子

間的思想障礙？或許，特殊風土（特殊的地理與歷史經驗或特殊傳統）不足以界定台灣

作為一個主體，可能是因為它們只是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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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文化主體都同時有主體性與個體性。台灣文化是指台灣人（Taiwanese）發展

出的文化，「台灣人」指一個文化群體（cultural group），由所有台灣人個人所構成。當

我們說「台灣文化主體」時，我們就是指「所有台灣人構成的文化群體主體」，而且這個

文化群體有別於其它文化群體如美國文化、日本文化、法國文化、韓國文化、中國文化

等等。當我們談及「一個」文化群體有別於其它文化群體時，這些被談及的文化群體都

是被認識的客體（objects）。從考察客體的角度來看，這些文化群體被整體地看待成一個

文化體系（a cultural system）——群體被整體地看成一個系統個體。換言之，它們有自

己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獨特性與同一性。 

台灣文化作為一個群體性的獨立個體，也要有自己的獨特性與同一性。從考察主體

的角度來看，每一個文化也都身為主體。身為主體意謂該文化群體能意識到自己，以及

自己與其它文化的不同。更細緻地說，身為主體的文化能以建立自己的個體性為目標，

自我意識到自己的個體性，從而在思想與行為上獨立自主（不依賴）於其它文化群體。

因此，探討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問題，從考察客體的角度來看，是「台灣文化如何以及應

該如何形成自己的獨特性與同一性？」從考察主體的角度來看，則是「台灣文化如何能

以建立自己的個體性（獨特性和同一性）為目標，並自我意識到自我的個體性，從而在

思想與行為上不依賴於其它文化群體？」 

所有獨立自主的文化體都必須顯現出自己的獨特性與同一性。從上文的討論中，可

以看到一個文化體的獨特性是由它的風土性帶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獨特風土（地理

環境、歷史命運、社會性）是一個文化體系形成的客體條件（objective conditions）。但

是，一個文化體系除了用以區別其它體系的獨特性外，還要有自我在時間流變中保持同

一的同一性，這個同一性只有透過自我有意識地維繫才得以建立。也就是說，台灣文化

必須作為主體才能保證自己的客體同一性，因為一個不斷地被其它文化宰制、殖民或併

吞的文化群體，無法維繫自己的同一性，它隨時變成他者的一部分。而「一個文化作為

主體」需要文化中的絕大多數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生活的社會與文化具有獨特性，不依賴

於其它文化。換言之，認同（identify）自己的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共同體（cultural 

community）、認同自己是自己文化下的一個成員，這是文化同一性的主體條件（subjective 

conditions）——成員們的自我認同。12 

                                                      
12 Chen（2012）討論「東亞 STS理論」的條件，論證歷史、傳統、文化、社會經驗等均不足以定義東亞性

（東亞本身是一地理區域）。該文建議「理論建構者的學術認同」作為解決的答案。陳瑞麟（2019）的〈論

台灣哲學的主體性〉提出台灣哲學的主體性來自建構台灣哲學的團體主體，台灣哲學要擁有主體性必須是因

為他們有建構台灣哲學的目標、自我意識自己是做台灣哲學、自主地去建構台灣哲學並對台灣哲學有判斷上

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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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台灣文化來說，生活在台灣風土中的個人，必須認同台灣人與台灣文化共同體；

而且，台灣人與台灣文化共同體也必須依賴於生活在台灣風土中的個人之認同。13台灣

文化作為一個主體，是所有身為台灣人的個人都認同台灣文化作為主體。也就是說，台

灣人共同體也同時構成一個「台灣文化共同體主體」，當絕大多數台灣人均認同台灣文化

作為一個文化主體，這是文化共同體已經建構完成的狀態。然而，台灣文化共同體主體

是否已經如同韓國文化、越南文化一般處在建構完成的狀態？我們恐怕無法做出一個非

常肯定的答案。這也意謂著，一個文化共同體是被建構的，而且是可被建構的。一個文

化主體的建構過程也是一個文化體的主體化過程，因此，就有「主體化程度」可言，例

如 18世紀末的美國剛建國之初，它的文化主體化程度顯然不如今天。類似地，台灣文化

的主體性有可能距離成熟仍有一段距離。 

今天追求台灣文化作為主體，或者說「主體性的鞏固」，又或者說它達到成熟的主

體化狀態，在實然與應然的面向上，恐怕仍然有兩個嚴重的阻礙與困境。 

首先，儘管今天絕大多數台灣人均認同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保證台灣已經

形成一個政治共同體。但是，台灣作為政治共同體是否能保證台灣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

如同前文所述，即使台灣形成政治共同體，卻仍有內在的文化認同分裂：台灣內有一部

分的個人成員並未認同台灣文化為一文化主體。14換言之，台灣文化共同體並未完成主

體性鞏固，也可以說，它還沒達到高度主體化。 

其次，有一種流行在台灣的觀點主張區分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台灣可以建立一個

獨立國家，不必然與中國統一。但是，台灣文化可以被詮釋為中華文化或華人文化的一

個次文化，而且，我們應該認同、接受並在台灣保存中華文化的菁華元素。在這種觀點

之下，不僅政治認同在實然上可與文化認同區分，而且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分裂在應

然上也是可接受的，甚至必須接受的。例如，阿拉伯人均認同阿拉伯文化，但分屬不同

的阿拉伯國家。歐美國家均認同西方文化，但分屬不同的國族。 

然而，即使同屬西方文化，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的文化仍有自己的主體

性，西方文化只是不同文化主體的合稱而已，它對內在多元性的接受與中華文化對內在

強烈同質性要求大異其趣。中華文化由於其強烈的中原中心主義與文化國族統合的傾

向，使它抹殺其它次文化的主體性，而且不惜代價為求統一與同化。15換言之，中華文

                                                      
13 可以看到，這裡預設了洪耀勳的個人與共同體的相互依賴的「人存在的結構性契機」，但是，洪耀勳沒有

凸顯和討論「認同」這個非常重要的主體條件。 
14 蔡士瑋（2019）一文使用德希達的「延異」概念，探討「台灣認同」的歷史發展。 
15 參看王飛凌著、王飛凌、劉驥譯（2018）《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這本書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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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強烈地要求它的次文化必須凝聚成一個統一的政治文化共同體——大一統幾乎變成

中華文化體的一個定言命令。它不容許它的次文化保有自己的主體性。如果台灣文化接

受自己只是中華文化之下的一個次文化，那麼，在中華文化的同質化與統一性的強烈命

令下，台灣文化在未來無法保有自己的同一性和主體性。 

為了同時在實然與應然的層面上更貼切地處理台灣文化主體性面對的特殊處境，並

克服上述的兩個阻礙，筆者想借用生物學在生物個體的發育（即「個體化」）、共生與免

疫的理論模型，來建立一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包括文化主體的形成、建構與鞏固，再

透過這個理論來對台灣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提出一些規範性的指引（guidelines）。 

四、 生物免疫學模型：生命個體性、個體化、共生與免疫 

在前文的討論中，筆者已經將一個文化體系看成一個個體，因此可以類比於最典型

的生物個體或有機體（organism）。事實上，很多採用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

取向的台灣文化研究學者，也提到了文化人類學家把文化看成超有機體

（superorganism），例如李喬的《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提到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 

（Alfred L. Kroeber）在 1917年提出文化「超有機體」理論，後來懷特（Leslie A. White）

延續此概念而建立文化超有機體的進化（演化）主義理論體系，主張文化是一種以自身

的原則組織起來，並依據自身規律而發展的東西（李喬，2001：44）。這個名稱其實是生

物體（有機體）的延伸，也屬於一種生命個體（biological individuals）。16 

克魯伯是早期著名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他在一百多年前的論文〈超生物的東西〉

（The Superorganic）一文中提出文化是「超生物的」，其內容在分析「生物的」（organic，

如動物）和「文化的」（cultural，人為的產物）之間的同異，他爭論被歸為文化的東西

與被歸為生物的東西，只是程度之差而非種類之差，因此生物演化和社會（文化）演化

之間是一個連續的過程（Kroeber, 1917: 210-211）。他的論文其實沒有用到「超生物體」

這個名詞，因為他分析的對象是各種文化成分或產品，而不是産生它們的群體。17 

                                                      
中國自秦漢之後，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大一統史觀和文化觀，使得中國文化具有統一和同化異文化的強

烈要求。 
16 「生物體」（organisms）是生命個體的典型範例，但在 organism之上也可以被視為生物個體的稱「超生物

體」（supraorganismal entities），如 colonies、groups、populations、species等；此外，小於生物體的生物個體

是「次生物體」（suborganismal entities），如 cells、chromosomes、genes、genomes等（Bueno, Chen & Fagan, 

2018: 4）。 
17 被譽為文化學之父的懷特，在其經典名著《文化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ulture；White, 2007[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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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傳統中，「文化」一詞被用來總稱各種抽象的文化元素，18而不

是指稱產生各種特殊文化元素的群體──後者在文化人類學中是用「族裔群體」（ethnic 

groups）來表達。「族裔群體」意指「由於共同的背景而分享一定信念、價值、習性、風

俗和規範的成員」（Kottak, 1996: 37），涵蓋各種大大小小的「部族」（tribes）和「民族」

（nations）。19既然「一定信念、價值、習性、風俗、規範」等等也是文化，可以說，本

文所謂的「文化群體」相當於「族裔群體」和「民族」；本文討論的「台灣文化」也特指

「台灣文化群體」。 

「文化主體性」與其蘊含的「文化主體」這兩個中文名詞，其實是台灣特有的名詞，

因為在英文中，culture 專指被文化群體表現出來的文化元素，像語言、風俗、價值、規

範等等，而 subjectivity和 subject一向被用在個人之上。20然而，在台灣的文化與學術脈

絡中，「文化」一詞被用來同時指稱「文化群體」和「文化群體表現出的文化元素」，而

且「主體性」也被引伸到「群體」（作為一個整體）能表現出特殊、獨立、自主、同一等

等特性上，因此，在討論「台灣文化主體性」時，本文的焦點是在台灣文化群體與其它

文化群體之間的關係，而且也有規範性的企圖：台灣文化群體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主體

性。 

儘管早期文化人類學家已經發展了文化演化理論，但是本文不易在文化人類學中找

到有用的理論資源，因為一來文化人類學的焦點都不是在文化群體（族裔、民族）的辨

識與分合之上，然而只有文化群體才能有主體性可言；二來這幾十年來，生物學演化論

有長足的進展，發展出許多新興的理論觀點，更適合本文的目的；三來也由於筆者個人

的哲學學術背景。所以，本文把目光投向生物學哲學。當代生物學哲學家已經從演化論

哲學與各種生物學哲學的大量研究中汲取模型，應用到文化的議題上。21以生物學哲學

的概念或模型來建立文化理論，有非常多的思想資源足以提供相當的啟發，特別是，「文

化（群體）主體性」的概念要求我們必須把文化群體也視為個體；生物學的資源則進一

                                                      
中也提出了一個文化演化的理論，並描述人類從原始人社會到羅馬衰落的文化演化過程，其中討論的「文化」

也是著重在整個人類的文化成分，而非文化群體。 
18 Kroeber & Kluckhohn（1952）羅列了 1871-1951年間關於 culture一詞的 164種定義。White（1959）討論

兩個最一般性的「文化」定義：「被學習的行為」和「被學習行為的抽象」。文化人類學教科書也會討論 culture

的多元定義或多樣特徵，如「文化是被學習的」、「文化是符號的」、「文化是無所不在的」、「文化是共享的」

等等（Kottak, 1996: Ch. 2）。 
19 「族裔群體」一般同義於「部族」和「民族」，由於近代民族國家的崛起，「民族」這個詞變成同義於「國

家」（state）。然而，大多數現代民族國家都不是「族裔上同源的」（ethnically homogeneous）。關於這幾個名

詞的意義關係與變化，參看 Kottak（1996: 40-41）。 
20 在 google 搜尋引擎中鍵入「the subjectivity of a culture」或「cultural subjects」等詞，找不到有意義的結果。 
21 例如美國先驅的生物學哲學家 William Wimsatt 與 James Griesemer，見 Wimsatt & Griesemer（2007）、 

Wimsatt（2014）。Richerson & Boyd（2005）提出人類演化的基因與文化二重性理論；Caporael, Griesemer & 

Wimsatt（2014）則是一本論文集，引入「發育」（發育鷹架）模型到人類的認知與文化演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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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引導我們把文化群體類比成生物個體。 

「生命個體性」（biological individuality）、「共生」（symbiosis）與「免疫」（immunity）

是筆者從生物學哲學中得到啟發的三個概念。本文對於「生命個體性」的借用更進一步

從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取向出發。根據布宜諾、陳瑞麟與費根（Bueno, Chen & Fagan, 

2018），「個體化」可以分成「實作個體化」、「認知個體化」與「形上學個體化」三個意

義。其中，「個體化的形上學歷程包含了個體的形成（突現與組成）、持續或維持。」即

「一個個體從形上學意義的個體化歷程中突現。認知與實作個體化則企圖揭示形上學個

體化的諸階段。」（Bueno et al., 2018: 8）因此，生物體的個體化歷程，也是它的發育歷

程（development），22即一個生物個體從誕生到成熟，並始終保持為一個個體的整個過程。
23這個過程非常複雜，也讓生命個體性的議題變得非常複雜。 

生命個體性一直是生物學研究的核心議題，因為生物體都是一個一個個體。即使生

物學家要研究種類（物種）以及種類的演化，也必須先參考個體才能決定種類的標準。

何況如同前文所述，研究生物的發育、生理、病理、演化、遺傳等等，都依賴於生物個

體。所有這一切蘊含一個古老的、核心的哲學問題：根據什麼判準（criterion），我們指

認（identify）出一個個體？換言之，個體的判準是什麼？這是一個傳統的形上學問題，

哲學家通常使用邏輯語意分析方法，企圖提出普遍性的個體性判準，例如「不可分辨性」

（indistinguishability）、「可計數性」（countability）、「定出輪廓邊界」（delineation）等等

──這些判準都要依賴於觀察。然而，生物個體往往對傳統的形上學觀點構成挑戰，例

如一些黏菌、珊瑚、蕈類等等，我們無法以感官觀察來分辨一個個體、計算它們、清楚

地定出一個個體的輪廓邊界。24 

生物學哲學家通常訴諸於其它科學性的判準，其中一個是「遺傳個體性」判準：由

相同遺傳（基因、血緣）的細胞構成的功能整合（新陳代謝、生殖等）的整體，這些細

胞都是由單一受精卵分化而來，又可稱作「內生的細胞」（endogenous cells）。因此，屬

於同一個生物體內的局部（細胞），即是其細胞核內都有相同的基因體。據此，從遺傳而

來的相同基因體可以成為判定我們自己的細胞的判準，進而成為判定同一個生物個體的

                                                      
22 Development這個英文字不僅被用來描述生物發育，也廣泛被用在其它領域如人格、知識、社會和國家等

等，中文一般譯成「發展」。發育生物學是一門重要的生物學次學科，研究生物個體如何誕生並逐漸變成成

熟的個體，在歷史上曾經有不少相關學科與名詞被提出，例如「形態學」（morphology）、「漸成論」（epigenesis）

與「先成論」（preformation）、「胚胎學」（embryology）、「個體發生學」（ontogeny）等等，因此有大量的生

物學哲學研究。本文不打算進入複雜的發育生物學的歷史與理論細節。在「生物個體的個體化」的形上學意

義上，「發育」同義於「個體的個體化歷程」。 
23 以生物發育現象和發育生物學為案例考察「個體化」概念的生物學哲學家，參看 Griesemer （2018）、Love

（2018）。 
24 參看 Pradeu（2012）、Bueno et al.（2018）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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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準：一個生物個體是由相同基因體的所有細胞所構成功能整合的整體，這又稱作「遺

傳同質性」（genetic homogeneity）判準（Wilson, 1999: Ch. 3；Herron, 2017: 65）。 

這個判準很合理，但不是沒有困難。問題在於每個（多細胞）生物體之所以能生存

（維繫），都不可能只依靠內生的細胞，它們的體內從出生開始就包含大量非內生的、不

具身體細胞基因的微生物，例如人體的腸道酵母菌。生物學家一般把多細胞生物體稱為

宿主（host），其身體內的微生物稱為「微生物群落」（microbiota），它們也是宿主外生的

部分（exogenous parts），沒有它們，生物體無法持續生存，以維持自己的個體性。可是，

根據上述的「遺傳個體性」判準，那些不具內生細胞基因體的外來物，不應該被看成是

生物整體的一部分。然而這主張並不合理，因為沒有那些微生物，生物體無法生存，也

就無法維持自己作為生物體的個體性。然而，如果容許外生的微生物是生物體的一部分，

也會產生另一個難題。因為「身體的空間邊界」常被視為生物個體的判準，麻煩的是外

來的致病微生物或其它病原體（pathogens）也是存在於身體的空間邊界之內部，它們也

要算是生物個體的一部分嗎？這顯然不合理，因為它們會導致疾病，使生物體無法維持

生命，終至死亡而失去它們的個體性。換言之，身體內的外來物為傳統的生物個體性判

準製造了難題。 

法國著名的生物學哲學家普拉德（Thomas Pradeu）在許多著作中發展生命個體性的

免疫性判準，可以解決上述生物體內的外來物難題，亦即，把生物體內的免疫性當成決

定生物個體性的判準：免疫系統作用的邊界是生物個體的邊界。提到「免疫性」或者「免

疫功能」，我們馬上聯想到的是身體的免疫功能會對外來入侵物（病原）有反應，會抵禦

外來入侵物（如細菌和病毒等）以保護個體。正是這個功能，決定身體內的哪些東西是

個體的一部分、哪些不是：免疫系統不會攻擊腸道酵母菌或移植器官，所以它們是生物

體內的一部分；但免疫系統會攻擊入侵身體的病菌和病毒，所以它們不是生物體的一部

分。因此，生物體內的免疫系統足以決定生物個體，區分出屬於這個生物體內的部分以

及不屬於該生物體的部分（Pradeu, 2012）。 

提供免疫性或免疫功能的免疫系統並不等於生物個體，它「是一個生物體的次系

統，其活動導致該生物體的局部與非局部的區分。」（Pradeu, 2012: 240）免疫性也能說

明「為什麼一個在時間 t1擁有腎臟的生物體，在腎臟器官移植手術之後，可以在時間 t2

容忍第二個腎臟。」（Pradeu, 2012: 240）免疫性也提供一個「歷時性包容」（diachronic 

inclusion）的判準，即「使生物體是由經歷時間的不同事物所構成的單位體。」（Pradeu, 

2012: 241） 

普拉德指出多細胞生物體其實都是異質的系統，內生的細胞與外來的微生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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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ota）一起共生（symbiosis）。 

一個多細胞的生物體是由多數局部組成的，很多局部不是源自該生物體。換言

之，一個生物體由數不盡的外來物組成的，它從不是由純粹內生的方式而被構

造。這個異質性可以由某特定共生細菌在它們宿主內的功能角色來佐證。每個人

都是由自己的（源自受精卵細胞）細胞數目十倍以上的共生細菌組成的。這些共

生細菌多數生活在胃內。多數是必要的共生體，意指它們在宿主外不能生存，沒

有它們宿主也不能生存。（Pradeu, 2012: 247；此處中文為筆者所譯） 

這些外來的微生物群落與宿主一起構成一個統一整體、一個完整的個體，不僅不會受到

宿主體內的免疫系統的攻擊，而且： 

宿主免疫受體（immune receptors）與共生細菌之間的互動，以及它們與自己的

（內生的，源自相同卵細胞）細胞之間的互動，沒有基本差異：兩者都有一般強

度的恆常互動，都受到調節性的互動。這使我主張：內生細菌（生活在生物體內

的共生細菌）不只是出現在生物體內，它們就是該生物體的一部分。（Pradeu, 

2012: 247；此處中文為筆者所譯） 

在生物世界中，共生現象非常普遍，有許多不同的共生形態。共生體與宿主不總是

被統一成一個個體，例如著名的小丑魚與海葵共生體系。可是，很多生物體與體內共生

的微生物群落兩者必須互相依賴才得以生存，而且宿主的免疫系統把外生的微生物群落

視同為自己的一部分，生物學家把這樣的共生整體──一個社群或共同體（community）

──稱作「合生體」（holobiont）。25在合生體內，宿主與其體內的微生物群落必定是互利

共生（symbiosis with mutual benefits）的類型。 

合生體究竟只是許多物種共生的社群（因此非個體），還是可以被視為單一整體的

生命個體？生物學家和生物學哲學家有不少爭論（Skillings, 2016；Chiu & Eberl, 2016）。

有些生物學家甚至爭論合生體才是真正的生命個體，傳統上來自遺傳觀點和其它生理觀

點的生物體（宿主），只是這合生體的一部分。26如果合生體可以被看成是生命個體，必

定有某些特性可以滿足個體性的劃界需求。不過，合生體確實可以在免疫觀點下被看成

是生命個體，因為免疫性可以為合生體作為個體劃出邊界來。 

                                                      
25 關於 holobiont這個概念，參看維基百科中「hologenome theory of evolution」此一詞條的簡介（Hologenome 

Theory of Evolution, n.d.）。其中，hologenome即合生體包括宿主與共生微生物群落的全部基因體。 
26 參看 Gilbert, Sapp & Tauber（2012）。亦看Waters（2018）一文討論，不過Waters從實用主義的立場討論

holobiont是否為一生物個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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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德與他的團隊進一步提出「共免疫性」（co-immunity）的觀念以配合「合生體

作為生命個體」的觀點。「共免疫性」意指「一個生物體被自己的免疫系統與它的微生物

群落共同保護。」（Chiu, Bazin, Truchetet, Schaeverbeke, Delhaes & Pradeu, 2017: 1）因 

為，生物體內的微生物群落「在形塑宿主有效的免疫系統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而且

它們不只「誘發宿主的免疫性，也直接抑制病原體。」（Chiu et al., 2017: 1）微生物群落

保護宿主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與其它進入體內的微生物競爭；另一種是誘發宿主的新陳

代謝與免疫性，使宿主得以對抗病原感染（Chiu et al., 2017: 1）。 

可以看到，生物體的免疫系統可以保護自己，而且分辨屬於自己的一部分與不屬於

自己的真正外來物，因此得以劃出個體的邊界，共生使得生物體得以接受維持自己生存

有益的外生細胞，共免疫性把宿主的內生細胞與外生微生物群落統一成一個合生體，「合

生體作為生命個體」的觀點在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建立密切的概念聯結。這一整套生命個

體性的免疫理論可以成為一個深具啟發性的免疫個體性模型。27 

五、 一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與應用 

以生命個體性免疫理論為基礎，本節打算把上述生命個體的個體化、共生與免疫的

理論用為一個啟發模型（heuristic model），類比到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上。這是把文化主

體的主體性發展過程（主體化歷程）比喻或類比成一個生命個體的個體化歷程。在這樣

的類比之中，筆者只取文化主體化與生命個體化中，其核心結構非常相似的部分。筆者

打算從生命個體化的免疫觀點中的關鍵概念得到啟發，以建立文化主體化的成熟與鞏固

狀態所必要的條件。但是，筆者並不打算直接套用、援用或挪用生物學的術語，換言之，

筆者並不想直接使用「共生」、「免疫性」、「合生體」、「共免疫性」等等觀念到文化理論

之上，因此，也沒有把文化體視為有機體或生物體（或者「超有機體」或「超生物體」）

的意思，以避免把「文化的」視為「生物的」不當聯想。 

在建立一個類比的結構性關係之前，筆者先逐一討論生物免疫模型中的重要概念如

何被類比到文化上。首先，一切最基本的類比就是把一個文化主體類比於一個生命個體，

因此，可以推論文化主體也會有生命個體的種種類似特性。然而，一個文化是人類社會

群體的表現，表現出獨特文化的群體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它可以類比到生命個體嗎？如

果一個人使用傳統的輪廓邊界的判準來定義生命個體，自然會感到十分不恰當。然而，

                                                      
27 在免疫個體性的判準下，「合生體」無疑是「生命個體」，但是合生體是否可以用來定義「生物體」？這

仍然有爭論（Chiu & Eberl, 2016；Skillings, 2016），本文不打算進入這些生物個體性的爭議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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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個體性模型告訴我們，輪廓邊界或體內體外並不是生命個體必然的邊界，合生體既

可以是個共生的共同體，也可以是個免疫的個體。因此，文化共同體可以類比到生物的

合生體：每一個文化共同體都有基於血緣而傳承的文化元素，但也有活動中引入的外來

文化元素，正如合生體有基於基因遺傳的內生細胞和外生的微生物群落。 

然而，並非進入一個生物體體內的外來物都是有利的，所以，也不是所有外來文化

元素都對一個文化主體的發展有益。在生物體內，有利的外來物會與內生成分一起互利

共生，不利的外來物則會威脅到個體對其同一性和個體性的維持。為了把有利外來成分

納入自己體內，把不利的外來成分排除掉以便保護自己，成熟的生物個體發展了免疫系

統，它的免疫功能有二種作用：（1）辨識作用：能分辨「個體的一部分」和「非個體的

外來他者」，此作用因此能劃定個體的邊界（不是以身體外皮為邊界）；（2）保護作用：

保護個體和其成分免於外來威脅。在免疫系統也得以保護個體內部的外生成分，以及外

生成分也參與個體免疫系統的發育與作用的意義上，這樣的免疫能力又稱為「共免疫

性」。因此，如果我們把文化主體類比於合生體一類的生命個體，而且生物免疫能力是在

生命個體成熟時能產生最大的功效，我們可推論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應該具有類似生物

免疫和共免疫的能力。 

筆者把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應該具有的類似免疫能力稱作「自我辨識能力」與「自

我保護能力」。其中，「自我辨識能力」是指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有能力分辨屬於自己的

內生的和外生的文化元素，以及不屬於自己的文化元素，其中的判準在於屬於自己的元

素彼此之間是否互利共生？也就是它們是否能相互增益，而且能產生共同保護的作用？

「自我保護能力」也是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應該具有的能力，它的作用在於保護屬於自

己的文化元素，但要自我保護要先辨識自我，因此它需要與「自我辨識能力」協同作用。

特別要注意的是，這個自我保護能力並非只是針對外來文化元素，而不涉及血緣傳承的

文化元素。事實上，隨著時間推移，一些血緣傳承的文化元素也有可能不利於文化主體

的生存與維繫，而應該被排除或拋棄（這類似生物體的「新陳代謝」或「排除腫瘤細胞」

作用）。這個自我保護能力也要能在整體層面上保護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個體性（獨特性與

同一性）和主體性（自我認同）。筆者將上述討論整理成下列表格，以凸顯文化主體與生

物個體之間的類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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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生命個體與文化主體的類比結構 

生命個體 文化主體∕個體 

合生體 文化共同體 

組成：遺傳∕內生成分 

外生∕共生成分 

組成：繼承的傳統元素 

有益的外來文化元素 

共生（互利共生） 傳承元素與外來元素的相互增益 

免疫功能：辨識 

保護 

自我辨識：分辨自己與他者 

自我保護：保護自我生存有利的文化元素，對抗危害自我的

異他元素 

合生體的共免疫性，保護整個合

生體 

在整體層次上，保護文化共同體的「個體性」（同一性與獨

特性）與「主體性」 

 

從風土文化觀、生物免疫模型以及文化主體與生物個體的類比，我們可以建立「一

般性的文化主體性」的一組抽象相關條件： 

第一、文化共同體作為主體與體系的條件：一個文化是一個人類群體的共同表現，

表現出一個特定文化的人類群體則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如果這個人類群體的所有成員或

絕大多數成員都能自我意識到自己隸屬於一個共同文化，並以傳承自己文化為共同目

標，自主且獨立地表現或創造屬於自己和下一代的各種文化元素或形態，那麼這個文化

就具有其主體性──它是一個文化主體。把一個文化當成一個整體和客體來考量時，一

個文化主體同時也是一個文化體系，因為它具獨特性（有別於其它文化）和同一性（維

持自己為同一個文化），而獨特性和同一性是個體性的兩個核心條件。 

第二、文化主體的獨特性與同一性條件：從客體的角度來看，一個文化之所以具有

獨特性是因為塑造它的文化群體生活在一個獨特的地理環境，同時有獨特的歷史經驗 

（獨特風土）；從成員主體的角度來看，該文化的成員必須認同自己的文化為一個文化 

主體，以建立文化主體的同一性。如果它的成員不能認同這個文化是一個獨特的、有別

於其它文化的文化，那麼這個文化的同一性就無法被建立與維繫，它也無法具有主體性

──至少它的主體性是不足的。 

第三、文化主體成熟與鞏固的條件：如果一個文化面臨內在成員的認同不足或認同

分裂，或者它的原生文化過於強勢（因此拒絕改變不利於自己的傳統文化元素，難以發

展成獨立的文化主體），或者它所接受的外來文化過於強勢（因此它的獨特性和同一性會

慢慢失去，變成他者的一部分，淪為被殖民化的狀態），這個文化要不是缺乏主體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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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主體性並不成熟。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就像一個成熟的生物個體一般，具有自我辨

識與自我保護的能力。換言之，要成為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就要鞏固自己的主體性，

要使自己具有自我辨識與自我保護的能力，才能在傳統文化元素的基礎上與外來的有利

文化元素互利共生，把它們都轉化成表現自己獨特性的成分，保護並鞏固自己的同一性

與主體性。 

把這個理論應用到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上，我們會有如下推論：因為台灣文化有

一個強勢的中國原生文化，使得它內在成員對台灣文化的認同不足，甚至有認同分裂，

使得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並不成熟，也不鞏固。因此，如果我們想追求充分的台灣文化主

體性，我們必須設法使台灣文化具有自我辨識與自我保護的能力，才能鞏固台灣文化的

主體性。這個推論構成一個「建構主體性」的原則。那麼，如何使台灣文化具有自我辨

識與自我保護的能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建立方法上的規範性指引：所謂台灣文化的自我辨識與

自我保護能力的運作，其實依賴於台灣文化成員（也是台灣文化認同者）對於台灣文化

成分的辨識與保護能力。因此，要讓台灣文化具備這兩種能力，台灣文化成員得嚴肅地

回應下列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樣的文化元素屬於台灣，什麼樣的文化元素不屬於台灣（而屬

於當代中國）？只有在成員們視台灣文化為一個獨立的主體時，才會去回應它。一個視

台灣文化為中國文化一部分的人，就不會有動機去問「什麼樣的文化元素屬於台灣而不

屬於中國，什麼樣的文化元素屬於中國而不屬於台灣」這樣的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

台灣和中國沒有共享的文化元素。對於共享的元素，台灣文化主體的成員仍然會去辨識

那些元素在台灣和中國表現出來的差異（即洪耀勳所謂的「次特異性」，例如台灣的媽祖

文化與中國的媽祖文化的差異）。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樣的文化元素應該被保存，什麼樣的文化元素則可拋棄或應拋

棄？如前文所述，本文提出的免疫模型理論建議如下抽象的指引：文化元素是否能與其

它台灣文化元素相互增益，是否能保護台灣文化的獨特性，強化台灣文化認同以保護台

灣文化持續存在與歷時的同一，以及保護它的主體性。這樣的文化元素應該被保存，反

之則應被拋棄。 

進一步的問題是上述抽象層次的指引如何落實到具體層次上？在回答這個問題之

前，筆者先討論生物免疫模型在當前台灣文化主體所面臨處境上的優點。雖然台灣在政

治上保持獨立的狀態，卻一直面對強大中國的併吞威脅。中國除了使用外交封鎖和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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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嚇的手段之外，也使用軟性的經濟融合和文化交流（統戰）的方式，企圖把台灣納為

中國的一部分。文化統戰一方面是中國政治併吞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也有解消台灣文化

主體性的作用。中國不斷透過宣稱「兩岸同文同種」、「兩岸有共同的血緣與文化傳承」、

「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台灣是遊子，總有一天要回歸祖國」等等來阻礙台灣文化主體

性的鞏固，甚至消除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而台灣內部也有政治界和學術界部分人物附和，

甚至宣揚中國的觀點。像這一種「具有相同的文化傳承，所以是屬於同一個文化」的觀

點可稱為「文化血緣主義」。對於中國和部分台灣政學界的文化血緣主義的觀點，本文採

用的生物個體免疫模型恰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反駁：每個人都是父母所生，個人和自己的

父母具有相同的血緣，但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個人不會因為和父母有相同的血緣，

就變成是父母的一部分。以此類推，雖然台灣文化確實傳承了許多中國文化的元素，但

是只要台灣文化發展出自己的獨立性、個體性和主體性，台灣文化就不會是中國文化的

一部分。 

儘管如此，文化血緣主義和中國的文化統戰行為都會實質地影響台灣文化自我辨識

的能力。特別是台灣目前以「華語」（Mandarin）作為當前各種文化和學術活動的載體（包

括本文的寫作），台灣的通用華語和中國的通用華語（所謂的「同文」）之間的交流與互

相影響，也會產生某種弱化自我辨識力的效果。因此，台灣文化要具有自我辨識能力，

應該要具備下列幾個基本條件：（1）能夠拒絕並對抗「文化血緣主義」；（2）語言是文化

的主要載體，台灣內部要在語言使用上能夠淸楚地分辨台灣的「通用華語」和中國的「通

用華語」的差異，以及台語和福建話（閩南話）的差異；（3）相關於台灣文化的學術研

究（台灣文學、台灣史、台灣藝術、台灣哲學等）應該變成台灣人文學界的核心；28（4）

台灣民間在宗教和民俗活動上能淸楚地分辨與區隔台灣和中國的差異；（5）辨識「中國」

一詞的多義性，理解台灣繼承的傳統漢（清代中國）文化元素與當代中國文化的關係不

大。29以上五點並不是全部，因為文化主體自我辨識的能力是動態的，會隨著文化的發

展與交流而時時變化，但是這幾個無疑是基本條件，它們的強弱，代表了台灣文化主體

性鞏固的程度。 

自我辨識能力是各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和平地、正常地、雙向互惠地交流的狀態

                                                      
28 關於台灣的人文學術狀況，目前台灣文學、歷史和藝術已具有相當的文化辨識能力，許多大學的台灣文

學、歷史和藝術研究強化了這一能力，但是哲學部分則還在起步。台灣目前許多大學的哲學系所（輔大、文

化、東海、政大、中央）都強調「中西哲學並重」，投入很多學術能量到中國哲學的研究上，把「中國哲學」

視為台灣自己的哲學，甚至強調要對「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做出貢獻（參看上述大學哲學系的系網頁宗旨）。 
29 「中國」一詞蘊含了很多不同的意義：例如歷史時間上的「古代歷朝中國」和「近代中國」（「清帝國」

和「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文化」也有複雜的意義，如「古代歷朝的中國文化」、

「近代中國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以及帶有政治和國族意涵的「中華民族的中國文化」，以古代「漢

帝國」得名的「漢文化」，以語言為核心的「華語文化」和當代興起的「華人文化」，這些都可以和「中國文

化」劃上等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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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的文化主體分辨自己與其他文化有所差異的能力；自我保護能力則是一個文化

主體在面對另一個強勢文化體系以單向傳輸、不正常，甚至不和平的狀態下入侵（cultural 

invading）時，能夠自發地產生保護自己免於被強勢文化併吞的能力。以台灣的處境而言，

台灣文化主體是否具有足夠的自我保護能力，就得看它是否能夠抵抗中國的文化入侵。 

中國是個具有威權文化，也有威權主義信仰的國家，如前文所述，它一直以文化侵

略台灣，因為中國與台灣的文化交流從來都是片面的、單向的、不對等的，既不是雙邊

互惠的，也不是在和平的狀態下。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文化體是否具有充足的自我保護

能力，可以由下列幾點指標來判斷。首先，假設中國在政治上併吞台灣，台灣文化體的

成員是否最終會認同並回歸中國文化？如果是，台灣文化體就缺乏最大強度的自我保護

能力。30當然，這是一個虛擬假想的情況（counterfactual condition），目前並非事實，因

此無法把它當成判斷的依據，但是，這是一個文化主體具有最高自我保護力的指標。 

針對當前台灣文化主體自我保護能力的衡量指標有如下兩點：（1）當中國在政治軍

事上入侵台灣時，人民願意上戰場保護台灣的意願。這個指標一方面是用來衡量政治主

體的自我保護能力，但同時也是文化主體自我保護能力的指標，因為它也代表台灣人民

維護自己生活方式（文化）的意志。此外，台灣若不能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台灣文化

主體的維繫將再次面對更大的試煉──即政治上被併吞的處境；31（2）在當前的狀態中，

台灣的文化成員是否能有效地、持續地對抗或免疫於中國的「文化統戰」或「文化認知

戰」。32這種文化主體的自我保護能力也表現在前文已討論的自我辨識能力之上，換言

之，文化主體要有自我保護能力，也需要具備充分的自我辨識能力。 

                                                      
30 可以這麼說，萬一台灣在政治上被中國併吞，中國一定會對台灣實行改造、融合和同化的文化政策，在

這種狀況下，台灣文化是否能像西藏（圖博）的圖博文化（Tibetan culture）和新疆（維吾爾）的維吾爾文化

（Uighur culture）一樣，具有抵抗中國的同化政策的能力？如果有，就代表台灣文化具有最高程度的自我保

護能力。 
31 在 2021-2022年間有許多民調調查「如果兩岸開戰，民眾上戰場的意願」，不同的民調得出不同的數字，

數字最高的是 2022年 4月間國防安全研究院委託政治大學進行民調，結果顯示如果兩岸開戰，有 73％的民

眾願為台灣而戰（新聞報導見中央社，2022.04.30）。另兩個調查結果約六成，一個是匯流新聞網民調中心

（2022.08.11），另一個是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 2021年 12下旬的調查（新聞報導見

蕭良其，2022.02.08）。但也有民調呈現五成以上民眾不願上戰場，如《遠見雜誌》在 2021年 12月的調查，

新聞報導見 12月 29日「三立新聞網」（盧素梅，2021.12.29）。 
32 文化統戰也可稱為「文化認知戰」。認知戰是一種操弄媒體環境訊息以便控制他人的心智狀態與認知的手

段（Hung & Hung, 2022），文化認知戰可以定義成「操弄文化訊息，使人無形中認同中國文化元素」的手段。

文化認知戰是認知戰的常用形式或手段。根據洪子傑和洪子偉（Hung & Hung, 2022），中國對台灣的認知戰

有四種形式：軍事威嚇、藉由雙邊交流施以影響（influence via bi-lateral exchange）、宗教介入與影響（religious 

interference）、網路不實資訊和內容農場。除了軍事威嚇外，其它三項都屬於文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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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台灣文化主體性的鞏固 

台灣文化具有主體性嗎？台灣文化尋得自己的靈魂了嗎？即使最樂觀的人也不得

不承認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至今仍未鞏固。它面臨的核心困難是自我認同的問題：它的成

員有不同的傳統文化元素的繼承，這些不同元素在不同的時代進入台灣，並共存於獨特

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經驗中。今天，它主要顯現為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中華文化、華人

文化）的關係問題：台灣文化究竟是個獨立自主的文化主體，抑或只是中國文化或中華

文化的一個次文化？ 

今天的台灣文化雖有其主體性，但並不夠成熟。如果我們追求台灣文化成為一個成

熟的文化主體，那麼我們得讓台灣文化具有「自我辨識」與「自我保護」（含特殊文化元

素與整體主體性的保護）這兩種能力。所謂台灣文化的自我辨識與自我保護能力的運作，

其實依賴於台灣文化成員（也是台灣文化認同者）個人的辨識與保護能力。本文已經提

出在抽象層次和具體層次上建立這兩項能力的規範性指引。但是，這些規範指引的效力

是針對個人思考的建議，而不是對他人的要求或命令。要保存什麼或拋棄什麼，都取決

於個人的思考和判斷，而非以公權力強行推動。民主、自由、寬容與開放原則是必要的，

因為它們已是當前台灣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區別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重要指標，它

們同樣必須被遵守、維繫與保護。 

（責任校對：邱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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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hilosophical pursui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with an approach of developing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1930s, 

Hung Yao-hsü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Fudo” that stemmed from Japanese 

philosopher Watsuji to justify the particular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Nevertheless, I argue that 

Hung’s view of “culture in Fudo” is not sufficien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Taiwanese 

culture possesses its subjectivity or not. Although the concept justifi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in contrast to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s, it can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aiwanese culture is only a subculture of Chinese culture. Nor can it offer a 

satisfying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at how we should deal with a variety of exogenous 

elements in Taiwa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subjectivity problems of Taiwanese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I suggest introducing the immunological theory of biological individuality 

as a heuristic model. By analogy with the notions of “symbiosis” and “immunity” in the bodies 

of organisms, I argue tha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abilities of self-discerning and self-protection within Taiwanese 

culture. 

Keywords:  Taiwanese culture, subjectivity, Hung Yao-hsün, Fudo,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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